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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ormance, Risk and Avoidance Strategy of Improper 
Publicity in Omnimedia Era

Hu Shenming  Luo Manqi

Abstract: Positive publicity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of news operation in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improper behavior and the Malpractice of positive publicity. Through 

summing up the typical cases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ain performance of positive 

miscommunication is the correct goal, the misuse of means. The main risks it brings are loss of image, 

failure of crisis management and public opinion attack. Avoiding the risk of inappropriate positive 

publicity requires media operators to have Grand Scheme, understanding the policy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mentality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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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不当宣传的表现、风险 
与规避策略

胡沈明  罗曼琪

摘  要：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重要的新闻运行原则，然既有研究多关注如何做好正面宣传，对

不当宣传行为却缺少关注。通过总结近年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不当宣传主要表现为目标正确，

手段误用上。其带来的风险主要是形象受损、危机处理失败、遭遇舆论攻击等。规避宣传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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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需要媒体运营者胸怀大局、全面理解政策并关注社会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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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正面宣传是“对火热生动的社会生活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a的宣传，其实践可上溯到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强调“新闻批评不能总以暴露为主”b，其后

1989 年“李瑞环”c同志在全国新闻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工作方针，并对

怎样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和正面宣传的内容做了规定与分析。以此为界，正面宣传研究出现分野，

在这之前，正面宣传多关注以典型报道动员群众；在这之后学界与业界皆将“如何做好正面宣

传”“正面宣传的内涵”作为研究重点，意在提高正面宣传的质量与水平。譬如“杨保军”d认

为正面报道不仅是要报道积极的事实，还要采用积极的报道手法。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互联

网舆论逐渐壮大，正面宣传的研究重点又从着眼于提升正面报道的质量逐渐转向对网络舆情的

正面引导，以及对正面宣传失当的分析。不过有关不当宣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低级红”e之上。

事实上就当前舆论生态而言，不当宣传表现较为多元，且缺失归纳，对其所造成的社会风险也

缺乏相应的评估和总结。而总结分析不当宣传的问题，不仅有利于提升各类媒体尤其是政务媒

体的宣传能力，还能有效防范舆论风险。

二、不当宣传的表现
宣传的目标有二：一是宣传自我，二是应对危机。在这一过程中，若方法、过程与目标出

a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 年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8．

b毛泽东文选：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22．

c李瑞环．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M］//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工作文献选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02-

206．

d杨保军．正效新闻·负效新闻·零效新闻——为解决老问题而提出的一组新概念［J］．今传媒，2006（8）：12-13．

e褚大志．从三则慰问新闻“翻车”说起——兼谈新闻舆论工作防范“低级红”对策［J］．青年记者，2021（16）：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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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背离，便会产生宣传失当的后果。然而，我们在分析宣传失当之时，需要将自我宣传失当与

宣传遭遇舆论攻击等负面效应有效地区隔开。

（一）宣传目标失当

平台媒体时代，流量为王，不少宣传主体容易将捕获流量当作最终目标，忘记正面宣传的

目标在于“生活”和“精神”层面的积极向上、政治层面的凝心聚力、社会层面的稳定有序。

部分宣传者以获取流量为目的来宣传看似正能量的事物，其失当表现为采用夸张、煽动式报道

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和情感。例如一些媒体看中某人单面的正能量行为就以“最”系列（最好、

最美、最伟大）、“无”系列（无人能比、无人不感动）、“都”系列（都喜欢、都敬佩）的

话语加以表彰。如丰县铁链女事件中一大波自媒体接连将董某民标榜为“最慈祥的父亲、没有

女人会拒绝的男人”，2020 年“援鄂最美护士”于鑫慧也被各类媒体大肆宣传。这些报道表面

上是在宣传正能量，实则是打着正能量的外衣捕获流量。

（二）自我观念失当

一些宣传者往往缺失全局观念，从自我观念出发，坐井观天式宣传自我。该类型的失当行

为不仅表现为宣传者报道只看中典型事物的当前效益而忽略长远效益，还表现为不去核实典型

事物的真假，直接转载其他媒体的正面报道，亦呈现出宣传者只坐在自己的一方天地看世界，

全然不顾公众想法，甚至让公众闭麦的景象。今年 2 月，西安未央区检察院官方微博与官方微

信推出文章，称一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但检察院因其着急探望突发疾病的父亲，便不予起诉，

后犯罪嫌疑人送来锦旗。检方原本想宣传其人性化执法，却忽略了开创特例的条件与后果。而

在第一财经事件中，虽然媒体后续删除报道，但其最初丝毫不理会公众提议，直接将评论区关

闭的做法，将“自我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任务完成失当

与常态宣传相比，有些正面宣传往往是任务驱动型的，宣传者为了完成任务而进行的正面

报道，其任务主要包括政策阐释与政策实施。推宗明本，政策阐释型正面宣传是指宣传者为了

将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与方向有效传达给公众，并让公众理解而展开的正面解读。但是解读

过程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极易产生传播隔阂或传播障碍。一方面宣传者自身没有真正领会

政策内涵，导致传导失误；另一方面宣传者在阐释过程中出现歧义，如表述不清、用词不当等，

造成阐释失败。

政策实施型正面宣传则是指宣传者为证实政策的合法性而对与之相关的典型落实成果展开

报道与号召。其失当则表现为在报道过程中，宣传者选取的典型成果状况百出。有些宣传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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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好故事、真故事，却报道得不合时宜。如上海六院的“丁丁保卫战”事件，原本是带有

人性化温度的救死扶伤色彩且有利于国际传播的好故事，宣传时间却处于上海疫情最严峻的阶

段。为外国人开急诊通道的故事内容与当时就医难的现状对比，不仅惹得当地群众愤慨，全网

公众也跟着怒斥。

还有些宣传典型与事实不符，而后被公众揭露。这里所谓的不符并非完全无中生有，而

是只报道与政策号召相关的一面，隐藏或忽略无关的另一面。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最开始

是以“正能量”“扶助贫困”的名号出现在抖音短视频，接着董某民被丰县欢口镇当作扶贫

政策帮扶的典型脱贫人物发布在该镇的微信公众号。2022 年 3 月，“第一财经”日报发微博

称 2021 年离婚登记人数大降 43%，其关键因素在于“离婚冷静期”政策在起缓冲作用。微博

一发出便冲上热搜，但遭到公众一致批评。因为公众认为第一财经有意忽略了结婚率下降这

一关键事实。

此外，宣传者在报道典型成果过程中不注意宣传节奏，大量且重复宣传，也使公众渐生反感，

产生报道的负面效果。具体表现为在一段时间内，某个人或事被各种媒体一窝蜂地扎堆报道，

形成走哪都能听到、看到的局面。起初公众对此还乐于接受，但随着宣传的持续性进行，越来

越多公众产生厌烦情绪。比如谷爱凌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多金运动员，起初她为国争光的荣耀与

积极向上的三观获得无数点赞。一时间，各类宣传者都将她作为典型人物广泛宣传，但随着宣

传的遍地开花与持续不断，一些公众逐渐开始反感，进而将她转国籍、参加冬奥会等解读成早

已策划好的“圈钱”手段。

（四）危机应对失当

危机应对式正面宣传是指宣传者在应对危机时，为了稳定舆论、解决危机进行的正面回应。

毋庸置疑，这种回应的初衷是为了稳定社会，但是有些宣传者的回应却表现得本末倒置。今年

3 月，长春疫情凶猛，“吃菜难”的问题随之突显。面对这一窘境，长春市直机关党工委、市

委网信办竟开展了党员干部“晒晒我家蔬菜包”的活动。当地群众得知后，利用网络对相关部

门“掩耳盗铃”的行径加以声讨。同年 4 月，上海疫情紧迫，资源匮乏，人心惶惶。可就在这

个节骨眼上东方卫视花钱大办“抗疫”晚会，但公众丝毫不买账，一致认为晚会的各种花销对

紧缺资源的上海而言无疑雪上加霜，并讽刺其“闲得不轻”。

三、宣传失当的舆论风险

与一般舆论风险相比，正面宣传带有明显的主动性，因此其失当所导致的风险更需关注，

因为这类舆论风险轻则遭受舆论攻击，重则破坏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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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为层面：遭受舆论攻击

一般情况下，只要正面宣传出现失当行为，宣传者就立马会受到行为层面的舆论攻击。

不同的失当行为会引发不同形态的攻击，但归根结底可概述为两种攻击路径。一种是起初只

有小部分公众对宣传者的失当行为感到厌烦，并公然对宣传者进行谩骂与造谣。随后由于“流

瀑机制”，一大波公众认为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于是跟着迎合，形成现象级的

声讨。另一种是多数公众对媒体的失当行为感到愤慨，尤其是处于危机中的人群。他们将愤

怒变成反抗——先以各种形式、渠道将悲愤情绪散布至全网从而获取情感认同，再以惊人的

凝聚力汇集各阶层、各行业的公众，一同对媒体进行讨伐，甚至对报道人展开人肉搜索并波

及他们的家人。

（二）目标层面：危机公关失败

部分正面宣传主要是以危机公关的形式存在，意在降低当前的危机。若宣传者在面临危机

时采取的缓解策略无效，或者正面引导失当后采取的补救措施不起作用，便宣告着危机公关

失败，同时也意味着宣传者及其背后机构的维稳目标功亏一篑。例如丰县铁链女事件爆发之后，

丰县、徐州两级政府先后进行回应，但其回应含糊不清、前后矛盾，最终以失败告终。至此

很长一段时间，舆论都处于震荡的状态，甚至丰县政府在很多公众的头脑中成了懒政、腐政的

代表，而官媒的集体沉默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风险。

（三）结果层面：形成新的危机

当正面宣传失当时，官方媒体集体性失声或者多次失当皆未及时纠正，最终引发的结果将

是相应层级行政系统的合法化危机。一方面正如约瑟夫·希斯对哈贝马斯有关合法性危机的解

读：“制度性约束一旦被媒介传递，就会把参数化限制条件附加在策略性互动上，以实现合乎

社会需求的平衡。但是当系统的失衡使输出量在一段持续的时期内明显低于已确立的期望水平

时，就会激化生活世界中的冲突和反抗，并直接威胁社会整合。”a比如坐井观天式正面宣传，

媒体自说自话、禁言闭麦。长此以往，沟通性权力（即民意）形同虚设，民众的期望水平也会

随之下降，从而质疑相应层级行政机构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我国的官方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耳目

喉舌，其权威性不言而喻，若对失当行为闭口不谈，不论是否有隐情，彼时的舆论，将如船行

海上，不受控制，迷失方向。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正面宣传失当还应包括关键时刻不能主动发声、

坚定发声。

a约瑟夫·希斯．哈贝马斯后期著作中的“合法化危机”［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11（5）：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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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传失当的原因

当前，专业媒体、官方媒体、自媒体、平台媒体共同构成的平等化新闻生态系统，打破了

过去专业媒体“一人言”的垄断局面，进而导致专业媒体的表达不再不容置疑，甚至令其成为

其他各类媒体和公众的批判对象。如果技术没有赋权，传播格局依旧是“你听我说”，那么正

面宣传即使出现不妥当的行为，也没有人会公开地将其定义为失当，更没有人会对它的宣传内

容、手段、思想展开质疑。因为一切都是专业媒体说了算，其他人没有渠道、没有话筒。所以

从根本上来讲，是“人人皆记者”的媒介环境创造了媒体正面宣传失当的可能性，而媒介主体，

即宣传者与接收者在宣传时忽视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推动了失当行为。

（一）宣传者：目标重于手段

全媒体时代下，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移动终端广泛普及，宣传主体随之多元，尽管正面

宣传的总体传播力、影响力大大提升，但技术的推动却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主流媒体产生认知

误判，自媒体缺乏人文关怀及政务媒体形成角色混乱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正面宣传失当的

关键所在。

1．主流媒体：与公众存在较大认知差距

美国心理学家洛钦斯曾提出首因效应，即交往双方形成的第一次印象，对今后交往关系的

影响会有先入为主的效果。“虽然第一印象并不一定正确，但却是最鲜明、最牢固的，并决定

着以后双方交往的进程。”a在过去，主流媒体是人们获知外界的主要窗口，但如今，互联网

的海量性与及时性使人们对传统主流媒体的依赖急剧下降。传统主流媒体为了加强自身影响力，

就将“首因效应”误判为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于是他们过度重视时效性，即使在不确定新闻是

否真实的情况下，也执意发布。这种模棱两可便加大了正面报道反转的可能。

另外，我国主流媒体中有相当一部分媒体人的观念仍停留在过去，但新一代公众的思想却

焕然一新。这种“旧”与“新”的碰撞，是当代媒体人对公众认知误判的结果。甚至部分媒体

人从未意识到自身与公众存在认知差距，所以他们与公众在一些公共议题上会产生质的分歧。

如中国农网的评论《借丰县事件该说的事情是什么？》，就本意而言，评论员是为了引导舆论

朝正面发展，但是他的论据与时代脱轨，与公众认知存在巨大差距。放在过去，中国农网的观

点不会被抨击。但是如今女性主义高涨、社会文明进步、民主法制修进，拐卖事件已是时代痛点，

被新一代公众唾弃不已。农网的稿子能发布，就说明不是记者一人对公众认知产生误判，而是

相当一部分媒体人不了解当下公众的价值取向，从而导致主流媒体在正面宣传时把握不准舆论

a赖礼建．谈传统媒体人的心态建设［J］．当代社会科学（英文），2016（7）：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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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最终得不偿失，反噬自我。

2．自媒体：缺乏专业精神与人文关怀

互联网技术在带来言论自由的同时也降低了媒体的门槛，很多自媒体运营者的专业素养

并不过关。他们只在意流量效益，很少顾及社会效益。尽管他们大多出自民间，知道公众会

被什么吸引，会为什么感动，有时甚至能够精准地抓住公众的心理痛点，从而“激发他们的

悲情、愤怒、戏谑等情绪，以引起关注、获得支持。”a 但是自媒体的出发点并非为了帮助公

众解决痛点问题。因为他们不具备人文关怀精神，即使知道痛点涉及社会不公、不义等问题，

也只是想借用情绪力量捕获流量，遂即只宣传与正能量相关的部分。同时也因为他们缺乏专

业主义精神，或许对痛点背后的社会意义、逻辑及其关系未曾察觉，所以简单地将其打上正

能量的外衣加以宣传。而当公众揭下这层外衣或曝出“正能量”丑陋真面时，自媒体的正面

宣传也就失当了。

抖音账号“我是月嫂”从 2021 年上半年开始推送董某民的八孩的视频，该视频首先是以

八孩的猎奇性吸引公众目光，然后以董某民一家的生活艰难捕获公众的情感认同。一旦他转

向“弱者”形象的塑造，关注便会快速增加。董某民接连被多个自媒体陆续宣传正是因为他

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属于弱者，能够博得公众同情。其中抖音博主“徐州一修哥”对小花梅

的拍摄极具煽动性。画面中“阴暗的小屋、单薄的衣服、凌乱的头发、满口脱离的牙齿、被

锁链拴住的脖子”紧拽着公众的情感神经。该视频的拍摄目的就是利用小花梅的惨况来捕获

公众，而非为她发声。

3．政务媒体：从业主体社会角色混乱

近些年，政务媒体在正面宣传方面下足了功夫，但是仍存在迫切宣传、罔顾真相，急于邀功、

顾此失彼等不足。这些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得政务媒体人身着多重

身份，但他们却时常搞混。微观看，他们既是行政成员又是基层执行者，得严谨、客观，积极

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宏观看，他们既是媒体人又是人民公仆，得亲民、接地气，不但要架起

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还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主观出发，他们也想搞好正面宣传，但

部分人员能力不够、悟性不够，经常出现角色混乱的情况。以丰县事件为例，欢口镇红十字会

的志愿者们只承担了基层公务人员一角，该角色赋予他们的任务是宣扬扶贫政策的力度与成果。

董某民身为贫困人口，受到帮扶乃情理之事，成为政府扶贫成果的典型人物自然也无可厚非。

可问题在于他们不仅是任务执行者，还是媒体人与人民公仆。所以他们还应当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控诉董某民，解救小花梅。当前不少政务媒体人员同他们一样，对自身的多重角色意识

不足，大多时候仅从微观视角出发，认为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便可，很少从宏大格局入手思考，

a白淑英，肖本立．新浪微博中网民的情感动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9）：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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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面宣传才会显得不尽人意。

（二）接收者：质疑成为主导思维

过去的公众是被动的，媒体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的公众是主动的，媒体说是一回事，公

众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总体来看，公众面对正面宣传一般持有三种态度：质疑、沉默与从众，

其中最能引发负面舆情的就是“质疑”。那它是如何导致正面宣传产生负面效应的呢？下文将

从公众的素养、心理与表达行为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1．公众素养：质疑媒介环境能力增强

李普曼认为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

以后向公众提示的环境。的确，公众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大多来自媒体，可媒体也并非事事报道，

而是经过选择与加工。如今的媒体依旧是公众了解世界的最大窗口，只不过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普及，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多元，而且不同渠道传播的信息内容、叙事角度大相径庭。在“多

真相”的驱使下，公众的媒介素养不断提升，甚至逐渐意识到媒介的建构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文化研究学派，如大卫·莫利和斯图尔特·霍尔等人的研究，通过对电

视电影等媒介产品的用户分析，认为“用户并非被动地接收知识，而是积极地创造自我认知，

且有能力主动地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a也就是说，公众会根据自身的社会环境对媒介营造

的拟态环境展开分析与批判。如今，在技术的推动下，公众越发熟知媒介建构的逻辑和步骤。

在“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离婚率下降”的事件中，尽管《第一财经日报》初衷是为宣扬“离

婚冷静期”的作用，呼吁人们理性对待婚姻，但它忽略了结婚率跳崖式下降的现状，进而使公

众意识到它意图建构婚姻长久美满的拟态环境。面对这种建构，公众只觉得是假象，并意识到

自己的生存空间被操纵。这种不高明的建构在当下社会时有发生，公众见多了便会不自觉地产

生质疑，从而导致一些没有问题的正面宣传也被迫失当。

2．公众心理：凸显个体网络社会存在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公众发声提供了平台，并衍生出两类不同心理的公众：一类是现实生

活平淡或不顺畅，意在网络上寻找存在感的人。他们故意与主流相悖，无论主流媒体如何正面

引导，都能挑起事端。尤其是当媒体对冲突事件进行正向引导时，他们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

同，“不断复现和放大原有的冲突事件，使舆论快速走向极化”，造成正面引导的负面效应。b

另一类是正义感十足且社会责任意识强烈的人。面对正面宣传的内容、手段、时机，他们积极

提出合理质疑，意在监督媒体与维护公众权益。虽然这种质疑具有平衡社会冲突和怨恨的功能，

a王贵斌．媒介素养认知模式的迭代更新［J］．现代传播，2020（6）：158-163．

b王建磊．网络引战探析［J］．青年记者，2020（5）：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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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旦媒体回应不够及时或媒体一时没有权限回应，不少人就可能会因此转向愤怒，并加入

前者的阵营。他们认为只有加大存在感才能汇集更多关注，只有夺取更多目光才能形成强大力

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便从侧面促使正面宣传失当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

3．公众行为：从群体沉默到乐于表达

进入 21 世纪后，公众的表达行为由内敛转为外向，由集体转向个人。具体而言，一些正面

宣传所传达的理念放在过去对公众而言并无不妥，即使部分公众察觉到不妥，也会迫于群体压

力保持沉默。但如今公众的思想开放、多元且包容，他们乐于表达且顾虑不多，故而会直接指

出宣传内容的不足。还有一些正面宣传，比如典型人物的正面报道，放在过去不太可能会翻车，

但如今却接连被同乡或身边亲友爆出黑历史，这与公众集体性道义的淡化不无关系。在过去的

乡土社会里，“‘差序格局’造成了信任有别的人际观、亲疏远近的人伦观，并使得空间之维

的‘村里’与‘村外’内化成了内外有别、等差有序的伦理实践与观念依循。”a简而言之，

就是同村的人不会把你出卖给外村的人。正如丰县老一辈村民明知铁链女的来历与遭遇，却一

直选择集体性沉默。但随着铁链女事件逐渐发酵，当地新一代知情人不再包庇，而是陆续爆料

铁链女的遭遇。这从侧面显示出乡土社会里公众思想的变化：家乡的名望不再是非坚守的使命，

遵从自己内心的道义才是最重要的。

五、规避宣传失当的策略

从方法上，要想规避宣传的失当行为就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

体现时度效要求”b。但从专业素养上，宣传者应当胸怀宏大格局、全面理解政策并时刻关注

社会心态，接收者才会剔除质疑，主动接受、理解。

（一）时刻胸怀宏大格局

所谓宏大格局，是指宣传者不能只拘泥于个人的微观身份，而应站在一个宏观视角，思量

自己的角色与任务。尤其是主流媒体与政务媒体的工作人员，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党和政府的喉

舌，是与公众进行沟通的代表。所以在任务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多方位考量与预测。比如选取

典型的纵向面（个人生平）与横向面（社会关系）是否有污点？没有污点又是否有形成负面效

果的可能？传播的时机对不对？传播的节奏对不对？如果这些都考虑到位了，正面宣传的失当

概率将大大下降。另外自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意见领袖，他们在享受流量来带红利的同时，

a许心宏．“打工妹”生存转向的文化隐疾与身份切问书写——以贾平凹《极花》为例［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8（3）：41-45．

b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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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担起公众人物的义务与责任，所以他们也应当怀有宏大的格局，更多地考虑社会效益。

（二）全面理解各类政策

首先，主流媒体与政务媒体是党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如果它们对政策都没有理解到位，又

如何向公众阐释与传递呢？一知半解地讲给公众听只会引起质疑并阻碍政策的实施。其次，自

媒体尤其是一些营销号，在互联网的传播中，时常不懂装懂、断章取义，即使宣传的是正面政策，

也会带来负面效应。所以宣传者必须加强政治素养，深入学习政治知识，并将其巧妙地转化为

通俗易懂的话语或直观有趣的形象传达给公众。如此正面宣传政策既不会误导公众又不会遭到

公众攻击。

（三）随时关注社会心态

关注社会心态其实就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了解群众的社会痛点，明晰群众

的心理动态。这需要主流媒体一方面从基层抓起，高度重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舆情搜集建设。

另一方面还要随时关注年轻群体常用的社交软件，学习他们的话语体系，维护正常的发声机制，

切忌寒蝉效应。另外政务媒体应当大量引进传媒人才，学习传媒思维，并放下姿态用传媒文本

与公众对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握社会心态，了然舆论规律，防止正面宣传失当。

六、结语

当前社会的舆情环境十分复杂，公众情绪不断，境外势力虎视眈眈，各类宣传者的正面引

导却屡屡失误。面对如此态势，宣传者必须对自身的各种失当行为展开反思。尤其是主流媒体

与政务媒体的工作人员，务必调整当前的格局观并缩小与公众的认知差距，既要完成好上传下

达的沟通任务，又要谨记其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与政府。同时所有的媒体使用者应当兼具人文

关怀与责任意识，而监管部门更应对所有网络成员进行监管，如此才能规避宣传的失当行为，

保证整个舆论积极向上，保证社会稳定和谐。


